
第 ２６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未 来 传 播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丝绸之路影视桥” 的平等传播姿态

———一种电视节目模式 “共造” 的机遇

陶　 冶

摘　 要： 作为我国 “一带一路” 文化先行配套工程的 “丝绸之路影视桥” 建设面临着沿线各国迥然

不同的国情与民情， 这就使得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 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现行统治全球的电视节目模式交易体系是 “盎格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 其运作的关键是将意识形态

内化于电视节目 “模式” 中。 这种 “伪平等传播姿态” 使我们陷入了借鉴困境。 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文化

自信欢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参与到电视节目模式的研发中， 变 “再造” 为 “共造”， 互利共赢的同时

实现文明的超越， 最终使得 “丝绸之路影视桥” 成为 “盎格鲁—美利坚” 之外的又一种电视节目模式交

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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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 习近平主席先后出访中亚和东南亚， 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

纪 “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打造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 “利益共同体” 和共

同发展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 战略意义重大。 有许多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 应该文化先行， 以实现沿

线各国的 “民心相通”， “发挥文化的先行优势， 通过扩大人文交流与合作， 大力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

观， 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正是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与策略” ［１］ 。 亦有学者认为古丝绸之路的

建设 “便有着文化先行的成功经验” ［２］ ， 甚至举出了张骞通西域与郑和下西洋的例子。 ２０１４ 年， 作为推

进 “一带一路” 工作的配套工程， 《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规划》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正式提出。 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 我们制作、 翻译了一批优秀的节目， 开拓了新的传播渠道， 开

展了中阿广播电视节目交流项目， 甚至培养了一大批固定的海外观众群体。 然而， 如何进一步推进和

完善 “丝绸之路影视桥” 的建设，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民心相通”， 显然还有着更巨大的拓展空间。
另一方面， 广播影视在 “一带一路” 建设战略中扮演了 “战略解读者、 政策践行者和文化传播

者” ［３］三种角色， 不仅要传播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而且还要充分发挥广播影视在 “联接中外、 沟

通世界” 中的作用。 其中， 广播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国均是传播力最广的大众通俗文艺形式， 尤其是欧

美国家近年来对世界各国广泛输出的电视节目模式， 极大地改变了输入地电视节目内容的面貌， 同时

也使得韩国、 日本等电视节目模式输出的后起之秀在经济上获益， 并进一步提升了各自的国家形象。
２０１３ 年起， 我国电视荧屏上充满了 《美国偶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ｄｏｌ） 、 《Ｘ 音素》 （Ｘ Ｆａｃｔｏｒ）、 《舞林争霸》
（ Ｓ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Ｙｏｕ Ｃａｎ Ｄａｎｃｅ）、 《与星共舞》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ｒｓ）、 《急速前进》 （Ｔｈｅ Ａｍａｚｉｎｇ Ｒａｃｅ） 等

各类节目模式的中国版。 那么， 通过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建设的契机， 是否可以推动我国电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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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模式创新进而 “走出去” 呢？

一、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 “再造” 的陷阱

众所周知， 在远早于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开始建设之前， 电视节目模式作为文化产品的交易

活动便长期存在。 根据著名节目公司 Ｇｒａｎａｄａ 的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其实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模式

输入市场， 英国则是最大的节目模式出口国， 占据了所有模式节目播出时间的 ４５％。［４］ 表面上看， 是英

国、 荷兰、 瑞典等输出节目模式给美国， 其实， 任何企图向全球市场推广的节目模式必然要接受美国

收视市场的检验。 换言之， 各国研发的电视节目模式必须在美国市场上经过一次 “美国化” 的意识形

态改造， 方才具备向世界各地销售的政治许可。 伦敦城市大学教授滕斯拖尔 （ Ｊｅｒｅｍｙ Ｔｕｎｓｔａｌｌ） 将这套

节目模式交易体系命名为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５］ 这一概念于 １９９９ 年一经提出， 便成为英美两国

电视研究学界的共识。 在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建立了一整套以 ＢＢＣ 为代表的 “公共服务” 为核心的模式，
而西岸的美国则建立了一套完全基于商业自主的广电模式。 滕斯拖尔却认为这两种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 “国家并不是一个政体， 而是一个市场”。［５］（５０）

随着冷战的结束， 美国和欧洲已经完全占据了 ＷＴＯ、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的全部主导权， 而这一切正

是以 １９８０ 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 并因此推动以贸易自由化、 生产国际化、 资本

全球化、 科技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６］而建构的。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范畴内， “盎格鲁—美

利坚” 体系表面上依然是一种在 ＷＴＯ 框架下运行的商业交易体系， 哪怕是接受方的观众发现这一体系

带来的节目是异质文化的 “他者”， 也很难确认这个 “他者” 到底是谁———特别是面对以荷兰、 瑞典、
以色列为代表的诸多欧洲国家研发的节目模式的时候。 但是， 经济的检验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改造一并

进入了 “盎格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 从而使接受方的受众主观上产生对英美文化的接受———如

不经特别说明， 绝大多数接受方的受众均认为 《ＸＸ 好声音》 或者 《幸存者》 这些节目来自英国和美

国， 而完全不知其原创国其实是荷兰和瑞典。 另一方面， 电视节目表面上存在作为文化 “产品” 来进

行交易的经济属性， 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其作为 “文化” 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 故而输入国不可避

免会带有警惕， 并在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的时候设置意识形态的把关人， 此时通过 ＷＴＯ 的体系打着贸易

平等的旗号就成为了突破这道屏障的利剑。
就节目模式本身而言， 其核心的概念是 “再造”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正如以色列学者波登 （ Ｊéｒôｍｅ

Ｂｏｕｒｄｏｎ） 所认为的那样， “盎格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是一种 “硬拷贝” 且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着对其的一种 “离散的适配性” ［７］ 。 换言之， 这种 “再造” 具备插即用的特性。 如果我们将内容与形式

拆分开来的话就会发现， 本土内容其实已然包裹在一种意识形态上高度 “美国化” 的形式中。 比如，
我国引进节目模式的 《中国好声音》， 其原版中椅子背后听着歌声选学员的明星歌手被称为 “ ｃｏａｃｈ”
即教练， 而随着节目的深入是四个 “教练” 带着自己的 “队员” 与其他对手进行比赛。 但是经由中国

创作者本土化再造后， “教练” 被改称为 “导师”， “队员” 也成了 “学员”， 这恰恰是因为在中国的主

流价值观中对一夜成名存在着普遍的不认同， 同时又强调在 “成才” 的道路上 “导师” 的指导与帮助，
讨论的是中国的话题， 唱的主要是中国歌曲。 当我们抛开这一切本土化再造的内容后， 惊讶地发现其

被内容所掩盖的形式依然是宣扬一夜成名的 “美国化” 意识形态， 而版权方对于这种核心意识形态的

捍卫更是要通过派出 “飞行制片人” 来予以监督的。 因此， 该体系对于节目内容创作权就可以有相当

大程度的让渡， 而本土化的 “再造” 则以对接受方 “表面上” 的 “充分尊重” 与 “平等传播姿态” 来

呈现。 经历本土 “再造” 的电视节目模式下每一个节目参与者都是本土的主持人、 本土的明星， 讨论

的也都是本土的话题， 这便会使受众在接受过程中产生 “本土性” 的认知偏差与文本误读。
表面上这是传播者与接受者达成的 “双赢” 局面， 本土的 “自我” 在 “他者” 的 “模式” 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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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张扬， 并为本土观众创作了许多喜闻乐见的节目。 但是， 从全球角度来看， 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一

种 “以退为进” 的传播策略， 以至于在 “异质” 与 “本土” 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也照样播出着 《沙特

好声音》 《卡塔尔达人秀》 这样的节目。［８］ 这种看似平等的传播姿态表面上是让渡 “内容” 的创作权，
但却通过版权的方式极尽所能地扩大 “形式” 的外延， 以取得意识形态的控制权。 这种平等传播姿态

的 “假面” 下， 是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高高在上且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

二、 “丝绸之路影视桥” ： 借鉴的困境

在此，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能够进行如此 “伪平等” 的传播， 其前

提还在于这个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系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将古代丝绸之路视为全球化 １􀆰 ０ 形态，
而将当前以全球贸易、 投资扩张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视作 ２􀆰 ０ 形态， 同时， 对我国 “一

带一路” 战略建构全球化 ３􀆰 ０ 形态充满了期许。［６］（１０） “一带一路” 战略的目标是一种包容性的全球化，
是一种沿线各国老百姓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全球化， 是一种 “南南合作” 而实现共赢的全球化， 因而有

学者将其视为 “中式全球化” ［９］ 。 相较于起源自大航海时代而建立的以殖民体系为核心的全球化 ２􀆰 ０ 形

态， “一带一路” 战略所建构的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共同复兴， 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红利而串联四大文

明， 推动与我们一样历史上曾经十分繁荣的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 因此， 在此基础上建构的 “文化先

行” 与 “民心相通” 便显得任重道远， 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 文明进步超越文明优越感” ［９］（１１）的文明融通机制。
对于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而言， 且不论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国情、 宗教、 民族习惯的不

同， 即便我们依然按照全球化 ２􀆰 ０ 形态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该问题， 所做出的一切都将不过是对 “盎格

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的拙劣模仿， 并会遭到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留情的惩罚。 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中， “文化先行” 的策略无可厚非， 并且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本身也是 “文
化先行” 的一部分， 而 “互利共赢” 和 “共同发展” 的建设原则本身也是 “一带一路” 战略所秉持的

价值观， 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 “文化先行”？ 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文化传播更加应该强

调 “平等的传播姿态” ［１０］ 。 同时， 作为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先期的理论准备， 我国学术界一直在

强调立足沿线各国的国情努力 “讲好中国故事”， 然而， 沿线各国国情复杂， 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
宗教信仰天差地别， 如果一一满足则会加剧 “讲好中国故事” 的内容创作难度并付出高额的创作成本。
那么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 “看似平等” 的传播姿态是否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 这种 “伪平等传播姿态” ———对内容创作权的让渡，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盎格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是 ＷＴＯ 框架下的一种惟利是图而挣取版权费的节目交易体系， 接受

方则因为与直接引进节目不同而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再造权。 殊不知在这种模式交易为主体的体系

中， “内容” 只是节目模式的枝节， 而 “形式” 被经过各种商业测算和市场检验为 “模式” 才是意识

形态和商业利益的根本内核。 并且， 这种方式成立的前提是英美国家对 ＷＴＯ 领导权的控制， 如果失去

了经济全球化的法律保障， 交易都可能不复存在， 又谈何 “传播姿态” 呢？ 而 “丝绸之路影视桥” 本

来就是 “一带一路” 战略中的 “文化先行” 者， 又何来这套完整的经济基础设施呢？
其次， 我们抛开再造的内容 “幻像” 反观近年来充斥世界各国荧屏的各类引进节目模式的电视栏

目， 会发现一些其模式中无法去除的原生规则， 比如许多 “类比赛” 的电视节目———无论是竞演类的

节目如 《ＸＸ 偶像》， 亦或是野外生存竞技类的节目如 《幸存者》 ———往往都会将参与者分组， 在小组

中强加入所谓的 “同学” 感情， 然后随着比赛环节的推进让他们自相残杀， 甚至还要极度残忍地让

“导师” 在两位 “学员” 中选择其中一位 “生还者”。 这些比赛环节绝不是崇尚和谐、 包容的沿线文明

所鼓励的意识形态， 即便本土观众从本土创作者和表演者所提供的 “内容” 中不知不觉地对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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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的价值观产生认同， 也不可避免会带来 “文明的冲突”。 沿线各国本身对我国 “一带一路” 战略

一定程度上存有疑虑甚至戒心，［１１］在传播姿态上稍有不慎， 后果难以设想。
再者， 我们自主的电视节目模式尚处在引进、 消化与吸收阶段， 真正意义上自主研发的电视节目模

式少之又少， 即便有， 也主要是像 《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诗词大会》 那样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的

节目。 这一类的节目尚未提炼出节目模式， 更无法提供他国进行再造———我们很难想象， 如若这些在中

国国内有着非常高评价的电视节目输出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从而 “再造” 出 “ 《哈萨克斯坦诗

词大会》 ” 或 “ 《阿拉伯文听写大会》 ” 之类的节目， 这样的 “再造” 对 “一带一路” 战略所期望实

现的 “民心相通” 又有多大程度的支持作用呢？ 对文明的融通是否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三、 平等传播姿态： “共造” 的可能

时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强调： “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需要我们逐渐探索出有效的国

际合作模式”。［３］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的 “伪平等传播姿态” 与我们对 “一带一路” 战略所期望的

文明的融通显然有着较大的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的陈阳教授曾在 ２００９ 年便极为敏锐地发现了电视节目

模式全球流动中的这种 “文化混杂” 与 “本土改造”， 并对 “文化混杂” 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担

忧。［１２］尤其是其包裹在让渡内容再造权的外壳下， 坚定的意识形态模式内核在根本上与 “丝绸之路影视

桥” 的精神内涵不一致。 然而， 从微观的技术层面来看， 让渡本土内容再造权确实是值得我们在建构

自身节目模式创新时需要高度重视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拿出真正的 “平等的传播姿态” 来实现与沿线各国的民心相通呢？ 我们能否打

造一系列 “中国形式” 的电视节目模式从而让沿线各国来 “再造” 本土化的节目呢？ 我们能否将 “当
代中国的价值观” 乃至共赢共荣的 “中国梦” 直接融入电视节目模式， 从而让沿线各国的观众在从他

们本土表演者的脸上看到这种价值观呢？ 如前所述， 正是由于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 乃至我国已开

发的电视节目模式的 “家底” 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借鉴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的核心创作理

念———让渡 “再造” 权。 故而， 我们认为应该欢迎沿线各国的创作团队一起加入到电视节目模式研发

的前端， 将 “再造”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改变为 “共造” （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ｅ）， 进而从根本上打破 “盎格鲁—美利

坚” 体系的意识形态内核，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实现对文明的共同进步， 从而超越全球化 ２􀆰 ０ 的西方

中心主义藩篱。
这种 “共造” 必须是基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共识， 由各国创作团队集体打造的 “形式”

（节目模式）， 然后再由各国根据自身具体实际来进行本土化的内容生产。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盎
格鲁—美利坚” 体系的 “再造” 本质上是一种 “我设计好游戏规则， 你负责带着你们家里人照着这个

游戏规则来玩游戏” 的过程； 而 “丝绸之路影视桥” 工程中的 “共造” 则是 “我们一起来设计游戏规

则， 然后各家玩出各家特色” 的系统。 对于捍卫贸易自由化的我国而言， 将我们与沿线各国共同的价

值观———比如 “自由、 平等、 公正、 友善” ———以 “共造” 的方式内化为其中的节目模式， 并像其他

原创节目模式一样经受住市场的检验， 便一定可以通过 “丝绸之路影视桥” 将这种价值观传播到世界

各地。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中贯彻的 “美国化” 意识形态具备一种随时可切换的动态性———美国最初

是殖民地， 因此其意识形态中具备第三世界殖民地斗争的 “解放性”； 之后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拓荒努力

而具备逻辑自洽的 “开拓性”； 同时又是现代科技的领导者， 这便使其又具备了无可争辩的 “现代性”，
那么纵观当今世界各国， 或曰各电视节目收视市场， “解放性” ＋ “开拓性” ＋ “现代性” 的动态平衡

总能找到与当地观众 “适配” 的意识形态接口。 因此， 我们必须以极强的文化自信来面对 “丝绸之路

影视桥工程” 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横亘在面前的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已然伴随着新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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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资本观念统治了全球，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或多或少地呈现出 “逆全

球化” 的态度。 若以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的平等传播姿态， 在充分尊重沿线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

前提下建构节目模式的 “共造” 权， 则对 “民心相通” 起到极大的建设性作用。
同时，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 “讲好中国故事” 而言， “丝绸之路影视桥” 的 “共造” 体系可以发

挥沿线国家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 使得一种单向的传播成为一种双向乃至多维互动的关系， 并将这种

互动上升为 “文明的互鉴” 与 “文明的共同进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自由、 平等、 公正、 友

善” 具备向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进行传播的共同价值———作为今天贸易孤立主义思潮中自由贸易的

捍卫者， 我们热爱自由； 作为 “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者， 我们自始至终平等对待沿线各国， 并期望

所有国家能够共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作为单边主义贸易壁垒的受害者， 我们捍卫公平的决心一以

贯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国一贯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 并将这种友善的外交风范推广到全世

界。 而如上的共同价值一样可以实现动态平衡的适配。
“丝绸之路影视桥” 的 “共造” 体系要求我们在节目模式研发的时候必须守住意识形态的底线， 坚

决与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的 “零和博弈” 的竞争性价值观切割开来， 强调今天现代化中国互利共

赢与和平友善的价值观。 同时， 我们可以拿出在中国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与沿线各国创作团队一齐来探

讨， 如何将这些节目 “共造” 成沿线各国观众都喜闻乐见的节目模式。 笔者以为， 我国原创电视节目

《国家宝藏》 具备这种模式 “共造” 的潜力。 沿线各国几乎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灿烂的文化， 至

少在内容层面具备了各国对该节目进行本国再造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各国博物馆本身具备文化交流

的功能， 因而在 “国宝” 交流过程中就具备基于 “形式” 的情感表达———互相尊重彼此历史， 互相尊

重彼此文化， 中国的平等友好与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可以在与沿线各国共造节目模式的时候贯穿始终。
这种共同价值在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广泛传播就具备很强的可行性， 同时也赋予了沿线各国较高的

创作参与性。

四、 结 　 　 语

至此， 我们不难意识到，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２􀆰 ０ 的形态中， “盎格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本

质上是这一形态作用于电视节目模式交流 （交易） 的呈现形式。 若不是冷战结束， 也不会出现 “盎格

鲁—美利坚” 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至少当时还存在着一种被称为 “苏维埃体系” ［１３］ 的社会主义阵

营内部的节目交流体系。 换言之，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电视节目交流的当然

体系。
也因此， 我们认为 “丝绸之路影视桥” 完全具备成为这个世界上另一种节目模式交流体系的可能

性。 这种依托于全球化 ３􀆰 ０ 形态的电视节目模式交流体系本身就是不断自我建构、 不断完善的动态演进

体。 它要求我们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将 “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融入其中的电视节目模式。
这不仅是为了展现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的国家形象， 更重要的是以完全平等的传播姿态让沿

线各国参与进来。 此时， 基于 “丝绸之路影视桥” 研发的电视节目模式便是我们 “搭的桥”， 而沿线各

国通过 “共造” 创作的内容则是大家一齐 “铺的路”。 今天， 我国电视荧屏上热播的 《中国好声音

（新歌声） 》 《急速前进》 《奔跑吧！ 兄弟》 《中国达人秀》 等等可以视为 “分享红利” 阶段， 而我们

自身能够研发出立足自身市场的 《中国诗词大会》 《汉字听写大会》 等节目则可以视为 “红利互动”
的开始， 那么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的建设或者说以 《国家宝藏》 （ 《一本好书》 部分具备） 为代表

的具有 “中国气派” 的节目模式研发就应该为 “给予世界更多红利” 的布局。 这里要提醒的是， 在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的 “共造” 语境中， 我们应该避免那种刻意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容模式， 因为我

们日常语境中的 “中国文化” 往往指向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恰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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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接受方对于节目内容的前理解存在较大的隔阂。 换句话说， 如果试图传播中国文化则必定会在

“内容” 上反复着力， 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形式” （节目模式） 的重要性。
当我们回首 “盎格鲁—美利坚” 电视节目体系的传播策略时， 对 “形式” 和 “内容” 的对立性传

统认知就十分值得重新审视。 而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内容直接可以内化于电视节目模式这

一 “形式” 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就不是 “让渡” 创作权， 而是邀请沿线各国广泛地参与创作， 以实

现沿线各国的 “万众创新”， 进而实现文明的共同进步。 故而， 在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的建设过程

中， 内容再造权不是像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那样 “让渡” 出来的， 而是从根本上基于对接收方本

土文化甚至文明的尊重而共同参与出来的。 换言之， 如果本土 “再造” 是 “盎格鲁—美利坚” 体系的

本质特征的话， 那么 “共造” 就是 “丝绸之路影视桥” 的根本表现。 与此共生的不仅是 “平等的传播

姿态”， 还有着 “互利共赢的经济姿态”， 以及 “共荣共进的文明姿态”。 当经济上的连通使我们成为

“命运共同体” 的时候， 共同价值的传播姿态便会在此氛围中呈现得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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